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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典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 排放及其影响因素比
较研究

郑　 颖１，２，逯　 非１，∗，刘晶茹１，王效科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城市是化石能源消费和 ＣＯ２排放的主要区域。 分析典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特征，明确不同城市 ＣＯ２排放动态及

主要影响因素的差异，是开展城市减排行动的重要科学依据。 采用 ＩＰＣＣ 推荐方法及中国的排放参数核算 １１ 个典型城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量。 根据各城市经济发展和 ＣＯ２排放特征将之分为四类：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北
京、上海、广州）、高碳排放城市（重庆、乌鲁木齐、唐山）、低排放低增长城市（哈尔滨、呼和浩特和大庆）和低排放高增长城市（贵
阳、合肥），并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即 ＬＭＤＩ 分解法）对比分析了四类城市 ＣＯ２排放量的影

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研究期内大部分城市 ＣＯ２排放总量有所增加，仅北京和广州呈下降趋势，工业部门 ＣＯ２排放在城市排放

总量及其变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四类城市的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表现出与排放总量相似的变化趋势；ＣＯ２排放强度整体上表现为经

济高度发达城市（均值为 ０．８８ ｔ ＣＯ２ ／万元）＜低排放低增长城市（均值为 ２．８２ ｔ ＣＯ２ ／万元） ＜低排放高增长城市（均值为 ３．０５ ｔ
ＣＯ２ ／万元）＜高碳排放城市（均值为 ６．６２ ｔ ＣＯ２ ／万元）。 （２）在城市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均是 ４ 类城市

ＣＯ２排放增长的促进因素，但经济发展效应的累积贡献值大于人口规模效应；能源强度降低是 ４ 类城市 ＣＯ２排放最主要的抑制

因素，且经济高度发达和高碳排放城市的抑制作用强于其他两类城市；对第三产业 ＧＤＰ 年平均增速高于第二产业的 ６ 个城市

来说，产业结构是 ＣＯ２排放的抑制因素；能源结构的变化仅对煤炭消费比重较低且降幅较大的北京和广州的 ＣＯ２排放是抑制作

用，累积贡献值分别为－２１．７３Ｍｔ 和－０．０３Ｍｔ，而对其他城市，特别是高碳排放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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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２１．７３Ｍｔ ａｎｄ －０．０３Ｍ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ｅｒｅ ｃｏａｌ′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ｌｏｗ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ｆａｓ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ｉｔｙ；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 （ＬＭＤＩ）；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估报告（ＡＲ５）指出，大气中以二氧化碳（ＣＯ２）为主的温室气体含量的急剧增加是近几十

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１］。 国际能源署（ＩＥＡ）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与能源相关的 ＣＯ２排放

持续增加，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３２５ 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 ２０１７ 年能源消费产

生的 ＣＯ２排放量约为 ９１ 亿吨［２］。 尽管我国已经做出了 ＣＯ２排放自主贡献承诺，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的加速推进，化石能源消费和 ＣＯ２排放日趋增加，与 ２０３０ 年达峰并争取尽早达峰的减排承诺之间的矛盾越来

越突出，碳减排任务十分艰巨［３］。
全球城市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 ２％，但能源消费和 ＣＯ２排放却达到 ７５％和 ７８％［４］。 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

和随之产生的消费模式的变化，使得城市中化石能源消费和 ＣＯ２排放量不断增加［５］。 随着国际社会对城市

ＣＯ２排放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分析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因素上。 大部分研究确定了经济

增长是 ＣＯ２排放的主要促进因素，如：Ｓｈｅｉｎｂａｕｍ 等［６］ 基于 ＬＭＤＩ 分解法得到 １９７０—２００６ 年间经济增长对墨

西哥钢铁工业 ＣＯ２排放增加的贡献率达到 １３３．６％；ｄｅ Ｆｒｅｉｔａｓ 和 Ｋａｎｅｋｏ［７］同样基于 ＬＭＤＩ 模型发现经济发展

是巴西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间 ＣＯ２排放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Ｌｉ 等［８］ 利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得到经济发展对南京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间的碳排放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能源强度的降低是 ＣＯ２排放的主要抑制因素，Ｐａｒｄｏ
等［９］基于 ＬＭＤＩ 模型定量分析了墨西哥制造业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因素，发现能源强度的下降使 ＣＯ２排放降低了

１１％；曹甲威和赵翠薇［１０］ 同样采用 ＬＭＤＩ 分解法得到能源强度为贵阳市交通运输业 ＣＯ２排放的主要抑制因

素，贡献率为－３７．４６％。 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作用随研究区域和研究时段的不同

而有明显差别。

６１３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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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 ＣＯ２排放有 ８５％来自城市，因此，城市在减少 ＣＯ２排放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１１］。 然而与发达国家的城市（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定义不同，中国的城市是行政区划中的

一级，这使得城市成为一个区域概念，如果把全国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总和等同于全国的 ＣＯ２排放量，就无法凸显

城市的特征、作用和问题［１２］。 并且，由于能源消费量数据的限制，国内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北京、上海、广州等较大城市［１３⁃１６］或城市群［１７］、以及不同地区之间［１８⁃１９］。 而中国作为一个在经济发展、人口

规模、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空间异质性的国家［２０］，化石能源消费和 ＣＯ２排放存在明显的城市

地区差异，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在我国不同城市地区的作用及其异同尚未明确。
综上所述，为了明确不同类型城市间 ＣＯ２排放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本文基于化石能源消费数据获

取的完备性及连续性，从中国九大城市群中选取 １１ 个城市市辖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本地化排放参数，
采用 ＩＰＣＣ 推荐的参考方法，明确典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的时空格局。 再利用 ＬＭＤＩ 因素分解法定

量分析 １１ 个城市市辖区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因素。 通过比较分析典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总量、人均 ＣＯ２

排放量和 ＣＯ２排放强度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的差异，以期为今后制定典型城市地区有针对性的减排策略提供

理论参考。

１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市辖区”———即城市内的区（不包括县），一般是中国城市中经济活动强度较大的区

域，着重对比不同特点城市间的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差异。 综合考虑以下 ４ 点因素：１）不同城市群；２）不同

的经济发展水平；３）不同的城市规模；４）能源消耗和产业结构变化不同。 根据十年的化石能源消费数据的完

备性与连续性，从 ９ 个不同的城市群中选取了 １１ 个城市市辖区作为研究对象，各城市的基本信息见表 １。 所

选研究区下文简称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乌鲁木齐、唐山、合肥、贵阳、大庆、呼和浩特和哈尔滨。

表 １　 １１ 个城市基本信息一览表（２０１５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 ｃ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５）

城市
Ｃｉｔｉｅｓ

城市群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

（十亿元）

年末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万人）

年平均能
源消耗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万吨标准煤）

第二产业地区生产
总值年平均增长率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

第三产业地区生产
总值年平均增长率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

北京 京津冀 ２３０２ １３４５ ３３１５ ７．７２％ ９．６５％

上海 长三角 ２４８４ １３７６ ６４３０ ６．６０％ １０．７１％

广州 珠三角 １８１０ ８５４．２ ３１６３ １０．３０％ １２．３９％

唐山 京津冀 ３１６．５ ３３４．３ ５９２５ １０．９７％ １０．７３％

哈尔滨 哈长 ４２１．２ ５４８．７ １６１２ １１．４６％ １１．５６％

合肥 长江中游 ３７６．７ ２５１ １１１１ １７．７４％ １２．１４％

大庆 哈长 ２４４．８ １３５．９ １６２４ ７．５９％ １３．８０％

呼和浩特 呼包鄂榆 ２３０．４ １３０．１ １５０３ １２．８６％ １２．３５％

重庆 成渝 １３２１ ２１２９ ３９０８ １７．１０％ １１．８３％

贵阳 黔中 ２２２．８ ２３６．２ １２１９ １３．５７％ １３．８２％

乌鲁木齐 天山北坡 ２６１ ２６０．５ ３７４６ １２．２６％ １３．６９％

１．２　 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大部分城市能源数据不完备，因此本文的化石能源消费量数据主要来源于：（１）北京、上海、重
庆和唐山来源于相应的《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中的实物量能源平衡表；（２）其余 ７ 个统计年鉴中没有实

物量能源平衡表的城市，采用 Ｓｈａｎ 等［２１］ 提供的方法，根据相应的省级能源平衡表来推算，可选用人口、经济

７１３３　 １０ 期 　 　 　 郑颖　 等：我国典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及其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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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标占全省的比重折算。 在城市边界内产生的热力和电力的排放按原煤等一次能源投入使用情况计算，为
避免重复，不再单独计算电力和热力的 ＣＯ２排放量。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市辖区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２２］，地区生产总值以 ２００６ 年为基期，剔除价格水平的影响。
１．３　 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量核算方法

本文核算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 １７ 种化石能源（具体能源种类见表 ２）消费产生的直接 ＣＯ２排放量。 考虑到城

市市辖区的非农性质，本文暂不考虑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和居民生活部门中农村居民能源消费。 核算

方法采用 ＩＰＣＣ 推荐的参考方法，即与化石能源相关的 ＣＯ２排放量等于活动数据乘以排放系数，公式如下：

Ｃ ＝ ∑
ｉ
∑

ｊ
Ｃ ｉｊ ＝ ∑

ｉ
∑

ｊ
Ｅ ｉｊ × Ｃ Ｖｉ × Ｅ Ｆ ｉ × Ｏｉｊ ×

１２
４４

，ｉ ∈ １，１７[ ] ，ｊ ∈ １，４５[ ] （１）

式中，Ｃ ｉｊ为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总量（百万吨，Ｍｔ），Ｅ ｉｊ为化石能源消费总量（１０４ ｔ 或 １０８ｍ３），ＣＶｉ为第

ｉ 种化石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ＰＪ ／ １０４ ｔ，１０８ｍ３），ＥＦ ｉ为化石能源单位热值含碳量（ｔ⁃ＣＯ２ ／ ＴＪ） ［２３］；Ｏｉｊ为第 ｊ 个

社会经济部门第 ｉ 种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氧化率（％） ［２４］， ４４
１２

为二氧化碳与碳相对分子量比值。 为了增强 ＣＯ２

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尽可能的选用适合中国本地化的碳排放参数。 折标准煤系数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２５］。 各参数的具体取值见表 ２。

表 ２　 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核算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能源类型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ｙｐｅｓ

折标准煤系数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１０４ ｔｃｅ ／
１０４ ｔ，

１０８ｍ３）

发热量
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

（ＰＪ ／ １０４ ｔ，
１０８ｍ３）

二氧化碳
排放系数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

（ ｔ⁃ＣＯ２ ／ ＴＪ）

能源类型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ｙｐｅｓ

折标准煤系数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１０４ ｔｃｅ ／
１０４ ｔ，

１０８ｍ３）

发热量
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

（ＰＪ ／ １０４ ｔ，
１０８ｍ３）

二氧化碳
排放系数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

（ ｔ⁃ＣＯ２ ／ ＴＪ）

原煤 Ｒａｗ ｃｏａｌ ０．７１４３ ０．２１ ２６．３２ 汽油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１．４７１４ ０．４４ １８．９０

洗精煤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ｃｏａｌ ０．９０００ ０．２６ ２６．３２ 煤油 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１．４７１４ ０．４４ １９．６０

其他洗煤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ｈｅｄ ｃｏａｌ ０．２８５０ ０．１５ ２６．３２ 柴油 Ｄｉｅｓｅｌ ｏｉｌ １．４５７１ ０．４３ ２０．２０

型煤 Ｃｏｋｅ ０．６０００ ０．１８ ２６．３２ 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１．４２８６ ０．４３ ２１．１０

焦炭 Ｈａｒｄ ｃｏｋｅ ０．９７１４ ０．２８ ３１．３８ 液化石油气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ａｓ １．７１４３ ０．５１ ２０．００

焦炉煤气
Ｃｏｋｅ ｏｖｅｎ ｇａｓ ６．１４３０ １．６１ ２１．４９ 炼厂干气

Ｒｅｆｉｎｅｒｙ ｇａｓ １．５７１４ ０．４７ ２０．２０

其他煤气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ｇａｓ ３．５７０１ ０．８３ ２１．４９ 其他石油制品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２０００ ０．４３ １７．２０

其他焦化产品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ｋ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３０００ ０．２８ ２７．４５ 天然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１２．１４３０ ３．８９ １５．３２

原油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１．４２８６ ０．４３ ２０．０８

由于 １１ 个典型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ＣＯ２排放总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不同城市

间 ＣＯ２排放水平的差异，因此还选取了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ＣＯ２排放总量与人口之比，吨 ＣＯ２ ／人）和 ＣＯ２排放强

度（单位 ＧＤＰ 所排放的 ＣＯ２，吨 ＣＯ２ ／万元）作为城市间比较的指标。
１．４　 ＣＯ２排放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用于分解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并定量分析影响因素的方法虽多，但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ｔｈｏｄ，即 ＬＭＤＩ 法）是目前广泛应用于 ＣＯ２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分析的方法［２６］。 ＬＭＤＩ 分解

法能够有效解决残差项、数据零和负的问题，结果简单且更容易解释。 并在城市［２７］、国家［２８⁃２９］、区域［３０⁃３１］ 尺

度的上得到广泛应用。 因此，本文采用 ＬＭＤＩ 分解法，扩展 Ｋａｙａ 恒等式将 ＣＯ２排放总量与各个因素间的关系

８１３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分解为：

Ｃ ｔ ＝ ∑ Ｃ ｔ
ｉ ＝ ∑

ｉ
∑

ｊ

Ｃ ｉｊ

Ｅ ｉｊ

×
Ｅ ｉｊ

Ｅ ｊ

×
Ｅ ｊ

Ｇ ｊ

×
Ｇ ｊ

Ｇ
× Ｇ

Ｐ
× Ｐ （２）

式中，Ｃ 为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总量，ｉ 为一次能源种类（煤炭、石油、天然气），ｊ 为产业类型（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Ｃ ｉｊ和 Ｅ ｉｊ分别为第 ｊ 种产业第 ｉ 种化石能源的 ＣＯ２排放量和能源消费量，Ｅ ｊ和 Ｇ ｊ分别为第 ｊ 产业

的能源消费量和产值，Ｙ 为地区生产总值，Ｐ 为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数，ｔ 表示年限。 令 Ｕｉｊ ＝
Ｃ ｉｊ

Ｅ ｉｊ
，代表碳排放强

度； Ｍｉｊ ＝
Ｅ ｉｊ

Ｅ ｊ
，代表能源结构； Ｉ ｊ ＝

Ｅ ｊ

Ｇ ｊ
，代表能源强度 ； Ｓ ｊ ＝

Ｇ ｊ

Ｇ
，代表产业结构； Ｙ ＝ Ｇ

Ｐ
，表示人均 ＧＤＰ，代表经济

发展；Ｐ，代表人口规模。
定义 Ｃ０ 为基年 ＣＯ２排放量， Ｃ ｔ 为第 ｔ 年 ＣＯ２排放量， ΔＣ 为基年到 ｔ 年 ＣＯ２排放量变化值的总效应，根据

ＬＭＤＩ 模型，可将总效应分解为碳排放系数效应（ ΔＣＵ ）、能源结构效应（ Δ ＣＭ ）、能源强度效应（ Δ ＣＩ ）、产业

结构效应（ Δ ＣＳ ）、经济发展效应（ Δ ＣＹ ）、人口规模效应（ Δ ＣＰ ），各影响因素分解效应的表达式如下：

能源结构效应： Δ ＣＭ ＝ ∑
ｉ ＝ １

∑
ｊ ＝ １

Ｃ ｔ
ｉｊ － Ｃ０

ｉｊ

ｌｎ Ｃ ｔ
ｉｊ － ｌｎ Ｃ０

ｉｊ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Ｍｔ
ｉ

Ｍ０
ｉ

（３）

能源强度效应： Δ ＣＩ ＝ ∑
ｉ ＝ １

∑
ｊ ＝ １

Ｃ ｔ
ｉｊ － Ｃ０

ｉｊ

ｌｎ Ｃ ｔ
ｉｊ － ｌｎ Ｃ０

ｉｊ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Ｉｔｉ
Ｉ０ｉ

（４）

产业结构效应： Δ ＣＳ ＝ ∑
ｉ ＝ １

∑
ｊ ＝ １

Ｃ ｔ
ｉｊ － Ｃ０

ｉｊ

ｌｎ Ｃ ｔ
ｉｊ － ｌｎ Ｃ０

ｉｊ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Ｓｔ
ｉ

Ｓ０
ｉ

（５）

经济发展效应： Δ ＣＹ ＝ ∑
ｉ ＝ １

∑
ｊ ＝ １

Ｃ ｔ
ｉｊ － Ｃ０

ｉｊ

ｌｎ Ｃ ｔ
ｉｊ － ｌｎ Ｃ０

ｉｊ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Ｙｔ
ｉ

Ｙ０
ｉ

（６）

人口规模效应： Δ ＣＰ ＝ ∑
ｉ ＝ １

∑
ｊ ＝ １

Ｃ ｔ
ｉｊ － Ｃ０

ｉｊ

ｌｎ Ｃ ｔ
ｉｊ － ｌｎ Ｃ０

ｉｊ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Ｐ ｔ
ｉ

Ｐ０
ｉ

（７）

由于不同能源种类所对应的 ＣＯ２排放系数值保持不变，因此默认碳排放系数效应 ΔＣＵ ＝ ０，故城市化石能

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量变化的综合效应可表示为：
ΔＣ ＝ Ｃ０ － Ｃ ｔ ＝ Δ ＣＭ ＋ Δ ＣＩ ＋ Δ ＣＳ ＋ Δ ＣＹ ＋ Δ ＣＰ （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ＣＯ２排放特征分析

２．１．１　 ＣＯ２排放总量

１１ 个典型城市十年间累积排放了 １０４．８ 亿吨 ＣＯ２，其中唐山排放最多，年均 ＣＯ２排放量达到 ２１５．９Ｍｔ，大
庆最少，年均排放量仅 ３３．９１Ｍｔ（图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ＣＯ２排放量最多的是上海，唐山于 ２０１０ 年超过上海，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峰值（２９３．８Ｍｔ）后，ＣＯ２排放量虽有下降，但仍远高于其他城市。 ２０１５ 年乌鲁木齐超过上海，成为

１１ 个城市中 ＣＯ２排放第二多的城市（图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上海和唐山的 ＣＯ２排放量均在 １４０Ｍｔ 以上，这
与两个城市能源消费量过高有关。 而经济和人口规模都较小的大庆和贵阳的 ＣＯ２排放量均未超过 ５０Ｍｔ。 １１
个城市中 ＣＯ２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的依次是乌鲁木齐、合肥和重庆，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４．８７％、１０．５６％和

７．３２％，北京和广州的 ＣＯ２排放总量呈下降趋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０．１２％和－１１．８２％（图 １）。 十年间，累
积 ＣＯ２排放量最多的城市依次为唐山（２１５９Ｍｔ）、上海（１８３２Ｍｔ）、乌鲁木齐（１２５８Ｍｔ）和重庆（１１９９Ｍｔ），分别占

１１ 个典型城市总量的 ２０．６０％、１７．４８％、１２．０１％和 １１．４４％（图 １）。
从分部门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来看，工业是 ＣＯ２排放量最多的部门（图 ２），同时也是城市 ＣＯ２ 排放变

化的主导因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工业 ＣＯ２ 排放占总排放量的比例上升，乌鲁木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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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１ 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年平均增长率和累积 ＣＯ２排放量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ｃｉｔｉｅｓ

９０．２７％上升至 ９１．４９％，呼和浩特从 ８０．９５％上升至 ８１．８１％。 其余 ９ 个城市工业 ＣＯ２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下降

幅度最大的依次为广州、贵阳和北京，分别下降了 ４２．９７％、３６．０７％和 ３０．９１％。 ２０１５ 年，仅北京和广州工业

ＣＯ２排放量占比降至 ５０％以下，北京从 ５５．６５Ｍｔ 降至 ３８．０５Ｍｔ，占总排放量的 ４３．５２％，广州从 ５８．０６Ｍｔ 降至

２８．０６Ｍｔ，占总排放量的 ４３．９７％，与两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总量的下降趋势相同。 ＣＯ２排放总量较多的唐山和乌鲁

木齐 １０ 年间工业 ＣＯ２排放占比均保持在 ９０％以上。 人口较多、经济发达的巨大型城市北京和上海交通运输

部门的 ＣＯ２排放量较多，约占 ２０％。 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营业、其他行业以及城市居民能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量逐年增加，但排放量远小于工业（占总量的 １０％左右），且变化幅度不大。
２．１．２　 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

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的高低反映了不同地区人口对 ＣＯ２排放空间的占有程度。 ＣＯ２总量呈下降趋势的北京和

广州的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也呈下降趋势，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２．０６％和－３．３４％（表 ３）。 其余

九个城市的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乌鲁木齐的人均 ＣＯ２排放年平均增长率最高（１１．１１％）。
唐山、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的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较高，平均 ＣＯ２排放量分别为 ６８．９０ 吨 ／人、５１．６１ 吨 ／人和 ５６．９９
吨 ／人。 重庆的经济规模和 ＣＯ２排放量在 １１ 个城市中偏高，但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却最低，主要是因为重庆的人

口远远高于其余 １０ 个城市（表 １）。

表 ３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个城市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和 ＣＯ２排放强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城市
Ｃｉｔｉｅｓ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 ｔ ／ 人）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 （ ｔ ／ 万元）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平均值 年平均增长率 ／ ％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降幅 年平均增长率 ／ ％

北京 ７．８４ ６．５０ ７．５３ －２．０６ １．１０ ０．５０ －５４．６９ －８．４２

上海 １２．２３ １３．８４ １３．６３ １．３９ １．５５ ０．８６ －４４．４８ －６．３３

重庆 ４．９５ ６．６３ ７．００ ３．３１ ２．４４ １．４１ －４２．１５ －５．９０

广州 １２．０４ ８．８７ １２．３７ －３．３４ １．２７ ０．４０ －６８．０２ －１１．９０

哈尔滨 ７．４０ １０．８４ ９．７６ ４．３３ １．９８ １．３２ －３３．４５ －４．４２

唐山 ４８．１４ ７５．７９ ６８．９０ ５．１７ ６．８８ ４．９６ －２７．９９ －３．５８

贵阳 １５．７２ １８．１４ １６．２１ １．６１ ５．８４ ２．６２ －５５．０９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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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Ｃｉｔｉｅｓ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 ｔ ／ 人）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 （ ｔ ／ 万元）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平均值 年平均增长率 ／ ％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降幅 年平均增长率 ／ ％

乌鲁木齐 ２９．６０ ７６．４０ ５１．６１ １１．１１ ８．５４ ９．９２ １６．１８ １．６８

大庆 ２３．１１ ２９．４１ ２５．４８ ２．７１ １．８５ １．１９ －３５．３５ －４．７３

呼和浩特 ４１．９１ ６２．８３ ５６．９９ ４．６０ ５．３４ ３．３３ －３７．５９ －５．１０

合肥 １２．７３ ２４．１７ １９．０２ ７．３８ ２．３２ １．６７ －２８．１８ －３．６１

图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 １１ 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总量和分部门 ＣＯ２排放量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１．３　 ＣＯ２排放强度

ＣＯ２排放强度是用来衡量 ＣＯ２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当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时，ＣＯ２排放强度越低，
就能说明该地区以较少的碳排放实现了经济发展。 １１ 个典型城市中，ＣＯ２排放强度较低的北京、上海和广州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产业比值较大，也是能源输入城市。 ＣＯ２排放强度较高的乌鲁木齐和唐山，是能源输

出城市，经济发展多依赖于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表 ３）。 从变化幅度来看，除乌鲁木齐外，其余 １０ 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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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ＣＯ２排放强度呈负增长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同（表 ３）。 而乌鲁木齐的 ＣＯ２排放强度升高是因为地区生产总

值的年平均增长率（１２．９７％）小于 ＣＯ２排放量的年平均增长率（１４．８７％）。 虽然在研究期内有 １０ 个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强度在降低，但各城市间仍存一定差距，广州、贵阳和北京分别下降了 ６８．０２％、５５．０９％和 ５４．６９％，唐
山、合肥和哈尔滨的 ＣＯ２排放强度分别下降 ２７．９９％、２８．１８％和 ３３．４５％。
２．１．４　 基于经济发展和 ＣＯ２排放的城市分类

为了更好的对比分析 １１ 个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影响作用的差异，综合考虑 ＣＯ２排

放量和经济发展现状，将这 １１ 个典型城市分为以下四类：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高碳排

放城市，包括重庆、乌鲁木齐和唐山；低排放低增长城市，包括哈尔滨、呼和浩特和大庆；低排放高增长城市，包
括贵阳和合肥（图 ３）。

图 ３　 不同城市 ＣＯ２排放和经济增长模式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２　 ＣＯ２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分析

２．２．１　 城市 ＣＯ２排放因素分解

本文将 １１ 个城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总量按经济发展、人口规模、能源、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进行分解，分解结果见表 ４。
２．２．２　 各因素对城市能源 ＣＯ２排放的驱动作用

经济发展是 １１ 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最大的正向驱动因素。 经济发展对上海、重庆和乌鲁木齐的 ＣＯ２排放累

积贡献值最大，分别使 ＣＯ２排放累积增加了 １００．９Ｍｔ、８４．３９Ｍｔ 和 ８０．１５Ｍｔ。 对大庆的贡献值最小， ＣＯ２排放累

积增加了 １８．９７Ｍｔ（表 ４）。 整体来看，经济发展效应对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和高碳排放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贡献值

高于低排放低增长和低排放高增长城市。 人口规模效应对 １１ 个典型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均产生促进作用，但正

向促进作用小于经济发展（图 ４）。 人口规模效应对 ＣＯ２排放增长贡献最大的是高碳排放城市中的重庆和乌

鲁木齐，累积贡献值分别为 ３７．５６Ｍｔ 和 １７．５７Ｍｔ。 人口规模效应对大庆的 ＣＯ２排放促进作用最小（２．１８Ｍｔ），大
庆的人口规模也相对较小，２０１５ 年人口规模（１３５．９ 万人）仅为重庆的 ６．３８％，年平均增长率仅 ０．９０％。 能源

强度是 １１ 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最大的负向驱动因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 ４ 类城市的能源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相
应的能源强度效应的累积贡献值均为负值（表 ４）。 北京和广州能源强度对 ＣＯ２排放的累积贡献值最大，分别

为－７６．５１Ｍｔ 和－７７．１７Ｍｔ，同时能源强度效应的累积贡献值抵消了其他因素引起的 ＣＯ２排放增加量，使这两个

城市在研究期内 ＣＯ２排放累积降低了 ４４．６４Ｍｔ 和 ２．１８Ｍ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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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 １１ 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增量因素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城市分类
Ｃ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城市
Ｃｉｔｉｅｓ

经济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人口规模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能源强度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能源结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二氧化碳
排放增量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经济高度发达城市 北京 ４４．３２ １３．０２ －７６．５１ －３．７４ －２１．７３ －４４．６４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上海 １００．９１ ８．３ －５８．４８ －９．５１ １１．５３ ５２．７５

广州 ６７．２ １０．６２ －７７．１７ －２．８ －０．０３ －２．１８

高碳排放城市 重庆 ８４．３９ ３７．５６ －７１．０１ １２．５１ ７１．１３ １３４．６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乌鲁木齐 ８０．１５ １７．５７ －４４．１２ －９．５６ ４０．２ ８４．２４

唐山 ６２．３８ ７．６４ －３７．４３ ０．５７ ６．７８ ３９．９４

低排放低增长城市 哈尔滨 ３４．０９ ８．２５ －２４．９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８ ３７．６０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呼和浩特 ５７．５２ １０．０６ －３７．０５ １．０９ ４２．２５ ７３．８７

ｌ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大庆 １８．９７ ２．１８ －１０．４３ －１．５３ ７．６９ １６．８８

低排放高增长城市 合肥 ３４．０９ １０．０５ －２５．０９ ４．３１ ２３．１４ ４６．５０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ｕｔ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贵阳 ３４．０９ ４．０３ －３２．９１ －０．７４ １０．８６ １５．３３

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高度发达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均有削减作用，累积贡献值为－３．７４Ｍｔ、－９．５１Ｍｔ 和－２．８Ｍｔ，这
三个城市二、三产业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７．７２％、９．６５％，６．６０％、１０．７１％和 １０．３０％、１２．３９％。 产业结构的

变化对重庆的 ＣＯ２排放促进作用最大，累计贡献值为 １２．５１Ｍｔ，二、三产业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７．１０％
和 １１．８３％，促进作用远小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 整体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北京、上海、广州、
乌鲁木齐、大庆和贵阳的 ＣＯ２排放是抑制作用，这 ６ 个城市第三产业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速率均大于第二产业

（表 １）。 从能源结构的变化来看，仅对经济高度发达城市中的北京和广州有抑制作用，并且北京的

（－２１．７３Ｍｔ）ＣＯ２排放累积削减值大于广州（－０．０３Ｍｔ）。 能源结构的变化对上海的 ＣＯ２排放有一定促进作用，
但累积贡献值较其他三类城市偏小（１１．５３Ｍｔ）。 能源结构效应对高碳排放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促进作用较明显，
使重庆和乌鲁木齐的 ＣＯ２排放量累积增加了 ７１．１３Ｍｔ 和 ４０．２Ｍｔ，但促进作用小于经济发展效应。 整体来看，
能源结构的变化对低排放低增长和低排放高增长城市的促进作用都较小。

３　 讨论

３．１　 ＣＯ２排放

３．１．１　 ＣＯ２排放总量

十年间累积 ＣＯ２排放量较高的重庆、乌鲁木齐和唐山组成高碳排放城市，这三个城市工业 ＣＯ２排放较多

且占据主导地位，重庆工业 ＣＯ２排放占比在 ８０％左右，而乌鲁木齐和唐山的工业 ＣＯ２排放量占比均在 ９０％以

上。 对于经济高度发达的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来说（２０１５ 年市辖区 ＧＤＰ 超过 １８００ 十亿元），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北京和广州的 ＣＯ２排放量呈下降趋势，这与研究期内工业 ＣＯ２排放量占比降至 ５０％以下，煤炭消费比

重降幅较大有关（北京下降了 ６７．１５％，广州下降了 ３０．２７％），并且 ＣＯ２排放的下降趋势与刘兆龙等［３１］和王长

建等［３２］的研究一致；而上海的 ＣＯ２排放呈增长趋势，主要因为上海的能源消费量较高，从 ２００６ 年消费 ５２８６ 万

吨标准煤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 ７３２５ 万吨标准煤，因此与之相关的 ＣＯ２排放也较高。 以上研究结果与 Ｃａｉ 等［３３］的研

究相符，ＣＯ２排放总量较高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或以工业为主的城市。 十年间，低排放低增长城市得经济增长

速度较慢，大庆和呼和浩特的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在 １１ 个城市中最小，分别为 ５．３４％和 ６．４１％；低排放高增长

城市中合肥和贵阳的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较高（１８．５０％和 １９．００％）。 但这两类城市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

（２０１５ 年市辖区 ＧＤＰ 均未达到 ５０００ 亿元），ＣＯ２排放量相较于另两类城市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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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十年间 １１ 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Ｆｉｇ．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０

３．１．２　 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

四类城市的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差异较大，且表现出与 ＣＯ２排放总量相似的变化趋势，ＣＯ２排放总量降低的北

京和广州，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也出现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２．０６％和－３．３４％，这与两个城市人口稳定增

长、ＣＯ２排放总量降低有关。 高碳排放、低人口规模造成高碳排放城市中的唐山和乌鲁木齐的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

远高于其他城市，而重庆由于人口规模最高，相应的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也较低。
３．１．３　 ＣＯ２排放强度

ＣＯ２排放强度整体上表现为：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均值为 ０．８８ｔＣＯ２ ／万元） ＜低排放低增长城市（均值为

２．８２ｔＣＯ２ ／万元）＜低排放高增长城市（均值为 ３．０５ｔＣＯ２ ／万元）＜高碳排放城市（均值为 ６．６２ｔＣＯ２ ／万元）。 对比

来看，高碳排放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强度最高，这类城市 ＣＯ２排放总量较高，经济水平又低于经济高度发达城市。
而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 ＣＯ２排放强度较低，因为这类城市经济基础雄厚，在资源、技术、交通等方面更有优势，

随着低碳技术的革新，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３４］。
３．２　 ＣＯ２排放影响因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经济发展是 １１ 个典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量增加最主要的正向促进因素，这与国

际上一些研究结果相似［３５⁃３７］。 虽然在国家尺度上，关于经济增长与城市 ＣＯ２排放关系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一些

不确定性［３８］，但 Ａｚｉｚａｌｒａｈｍａｎ 和 Ｈａｓｙｉｍｉ［３９］指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城市 ＣＯ２排放与 ＧＤＰ 存在倒“Ｕ”型

关系，而中低收入国家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和 ＧＤＰ 则为线性正相关关系。 郭建科［４０］ 的研究也表明我国还需要更

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支撑碳排放峰值的出现。 本文的结果显示 １１ 个典型城市经济发展所引起的 ＣＯ２排放累

积增加量远高于其他正向促进因素，其中，大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 １１ 个城市中最低的，经济规模也较低（２４４８
亿元），但经济发展对 ＣＯ２排放的累积贡献值远高于其他 ４ 个影响因素。 因此协调经济增长与 ＣＯ２排放之间

的矛盾依然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人口规模效应是 １１ 个典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增加的促进因素，但累积贡献值小于经济发展效

应，这可能与人口增长速度小于经济发展速度有关（图 ５）。 人口规模效应对 ＣＯ２排放增长贡献作用最大的是

４２３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高碳排放城市中的重庆和乌鲁木齐，这与两个城市快速的人口扩张速度有关，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３．８８％和

３．３８％（图 ５）。 而人口规模效应对大庆的 ＣＯ２排放促进作用最小，因为大庆的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都较小，分
别为 １３５．９ 万人（表 １）和 ０．９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人口增长将带来化石能源消费和 ＣＯ２排放量

的增加。
能源强度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能源强度的降低意味着每单位 ＧＤＰ 所消耗能源有所减少，这

也间接造成 ＣＯ２排放量的减少，它对城市和区域的 ＣＯ２排放具有重要影响［４１］。 在本研究中能源强度为抑制

ＣＯ２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ＣＯ２排放总量下降的北京和广州同时具有最快的能源强度

下降速度，分别为 ８．５９％和 ９．４６％（图 ５），相应的能源强度降低对 ＣＯ２排放的累积贡献值也最大。 研究期内乌

鲁木齐和唐山的能源强度均高于其他城市，然而能源强度效应对 ＣＯ２排放的抑制作用却较明显，分别削减了

７１．０１Ｍｔ 和 ４４．１２Ｍｔ 的 ＣＯ２排放量，说明这类城市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抑制碳排放的空间较大。 整体来

看，经济高度发达和高碳排放城市的能源强度抑制作用强于低排放低增长和低排放高增长城市，这就强调了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低碳减排的重要性。

图 ５　 １１ 个城市 ＧＤＰ、人口、能源强度和 ＣＯ２排放年平均增长率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Ｄ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ｃｉｔｉｅｓ

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北京、上海、广州、乌鲁木齐、大庆和贵阳的 ＣＯ２排放是抑制作用，这与 ６ 个城市第三产

业 ＧＤＰ 年均增长速率大于第二产业有关（表 １）。 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高度发达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均有削减作

用，这三个城市受到国家的重视，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二、三产业 ＧＤＰ 年均增

长率分别为：７．７２％、９．６５％，６．６０％、１０．７１％和 １０．３０％、１２．３９％，能源消费和 ＣＯ２排放较多的第二产业逐渐降低

必然会带来 ＣＯ２排放总量降低。 产业结构效应对重庆和合肥的促进作用较明显，这两个城市二、三产业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７．１０％、１１．８３％和 １７．７４％、１２．１４％。 以上结论强调了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对抑制 ＣＯ２排

放的重要性。
由于不同种类的能源具有不同的碳排放系数，煤炭的排放系数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最少。 因此消耗等

量热值的化石能源时，碳排放系数最高的煤炭所占比例越低，ＣＯ２排放量就越少。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能源

结构的变化仅对北京和广州的 ＣＯ２排放有抑制作用，研究期内北京的煤炭消费比重下降了 ６７．１５％，广州下降

了 ３０．２７％。 虽然上海的煤炭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因上海的能源消费总量远高于其他城市，并且石油消费

比重处于较高水平，平均占比约为 ７８％，因而能源结构的变化对上海 ＣＯ２排放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只是促进

作用较小。 能源结构对高碳排放城市中重庆和乌鲁木齐的 ＣＯ２排放促进作用最明显，这两个城市的煤炭消费

量高于其他城市，十年间煤炭平均消费量分别为 １９５１ 万吨标准煤和 １５６２ 万吨标准煤，而唐山的煤炭消费占

比均在 ８０％左右，但能源结构效应的累积贡献值仅 ６．８７ＭｔＣＯ２，说明唐山的能源结构调整对减排有一定效果。

５２３３　 １０ 期 　 　 　 郑颖　 等：我国典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及其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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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排放城市今后应重点优化调整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有计划且积极地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能

等无碳或低碳的绿色可再生能源［４２］。 能源结构效应对低排放低增长和低排放高增长城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

小，但呼和浩特是个例外，因为研究期内呼和浩特的煤炭消费所占比例从 ７７．７７％上升至 ８３．９９％，而天然气和

石油的比值持续下降，能源结构变化的不合理使得 ＣＯ２排放量增加。
从化石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到，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效应对 １１ 个城市 ＣＯ２ 排放增长均

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能源强度效应是 １１ 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最大的抑制因素。 产业结构效应是第三产业

ＧＤＰ 年均增长速率大于第二产业的 ６ 个城市 ＣＯ２排放的抑制因素，能源结构效应仅对煤炭消费比重降幅较大

的北京和广州的 ＣＯ２排放有抑制作用。
３．３　 不确定性分析

由于中国城市的能源统计数据尚不完备，估算方法不同、ＣＯ２排放系数的标准不统一，都会使得 ＣＯ２排放

核算结果不一致［４３］。 Ｓｈａｎ 等［２１］提供的用适当的分配系数将省级能源数据分配给城市的方法较好的解决了

城市尺度能源数据缺失的问题。 Ｊｉｎｇ 等［４４］用相似的方法估算了中国 ４１ 个城市的 ＣＯ２排放量，将结果与中国

高分辨率碳排放数据（ＣＨＲＥＤ）进行比较，差异均在 １０％以内，并强调了使用中国本地化的碳排放因子的必要

性。 然而该方法因社会经济数据的复杂性和各城市指标选取而存在一定误差，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对该方法

进行调整，使其能够充分、准确的估算中国不同城市尺度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量。 又因为 ＣＯ２排放

过程包含诸多复杂的驱动因素，今后应利用多学科交叉研究，基于不同模型方法深入探究城市尺度 ＣＯ２排放

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并扩展历史发展、居民生活习惯、气候变化、地理位置等不可量化影响因素与 ＣＯ２排放

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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